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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商标法》引入惩罚性赔偿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正式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

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立法层面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具体阐述以上问题后，针

对不同问题提出完善方案，即在立法上应当统一惩罚性赔偿主观适用条件，为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可操作

性应进一步细分侵权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惩罚性赔偿倍数进一步精确化、提高“许可使用费”的利用

率，使法定赔偿回归其补偿性本质，取消赔偿基数的适用次序，增加惩罚性赔偿适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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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3, the introduc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Trademark Law marked the formal estab-
lishment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but it did not 
play a due legal effe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legisla-
tive level and judicial practice. After elaborating the above problems in detail, this paper proposes 
a perfect plan for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is, the legislation should unify the subjectiv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punitive damages, further subdivide the sever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
fringement, further refine the multiple of punitive damages, and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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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fe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punitive damages, so as to return the statutory 
damages to their compensatory nature. The order of application of compensation base is cancelled 
and the subject of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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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以及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频发，如何激励人们创新、促进科技进

步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赔偿数额

也在逐步上升，但是并没有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起到较明显的遏制效果，“侵权成本低而维权成本高”

现象普遍仍存在。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来说，究竟能得到多大的赔偿才是其最关键、最根本的目标，但

在司法实务中，由于“补偿性原则”的运用，权利人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加之创作质量要求和技术

要求的提高，降低了权利人继续创造发明的积极性，这对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

国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知识产权领域，它的应用突破了传统民法中填补性原则和补偿性原则，权利人

能够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金额。但是基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客体的非物质性、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的模糊性以及不同法官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理解不一致等问题，目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

我国没有很好地发挥其遏制侵权行为、鼓励创新的功能。鉴于此，本文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的适用难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完善建议。 

2. 惩罚性赔偿概述 

2.1.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 

学界普遍认为 1763 年的英国的 Wilkes v. Wood 案开创了惩罚性赔偿的先河。在该案中，原告 Wilkes
不满执法人员强行搜查其书屋而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审判中，陪审员并没有适用以往的填平原

则，而是判令被告赔偿比原告 Wilkes 实际损失更高的赔偿数额。始于此，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渐成为与填

平制度相对应的一种民事赔偿制度。1993 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早

立法。2013 年的修订版《商标法》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首次立法。2020 年 5 月 28 日颁布

的《民法典》首次通过一般规则的形式对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进行了规定。随后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四

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 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也

相继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2.2.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属于公法性质，在民事

赔偿当中不能引入惩罚性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属于私法性质，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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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去主张惩罚性赔偿，由法官根据案情作出判决。还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当属于经济法领域，因

为在经济法领域中，基于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对经济法主体既需要公法的规制，又需要私法的约束。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当是具有司法性质的民事责任[1]。 

2.3.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法理学中规定法律的功能有预测作用、评价作用、预防作用、指引作用、强制作用、教育作用等。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惩罚与预防功能、补偿与激励功能。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最

重要的区别就是惩罚性赔偿具有惩戒性，是法官判令侵权人在实际损失之外给付更多的赔偿数额，具有

“威慑、惩戒”的作用。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愈来愈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创造过程中本

身就付出辛勤劳动，当其权利受到侵害后维权成本又高，而侵权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便可窃得权利人

的智慧成果并获得高额利润，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功能，就会纵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抑

制知识产权人的创造动力。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主要表现在当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后，所获得

的利润要低于其因侵权行为所支出的数额，行为人此后便不会再去实施这种行为。其次，侵权行为人之

外的人也会以此为警示打消侵害知识产权的念头或者刚着手实施便停止侵权行为[2]。 
惩罚性赔偿的补偿与激励功能主要体现在当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后权利人维权过程中。首先，知识产

权的客体与债权、物权的客体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其客体具有无形性，智力成果一旦被侵权人获得后便会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即使责令行为人将包含其智力成果的载体销毁仍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要侵权

人还拥有这种技术，其便可以再次制作出该载体。其次，权利人维权过程中要收集各种信息、承担证明

责任，耗费成本较高，在诉讼中即使获得胜诉，被告给付的赔偿数额与其创造成本、维权成本是远远不

能成正比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当中高于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对权利人是一种补偿。权利人获得了高

于其创造成本、维权成本的数额，此后其知识产权再次被侵害后就会有动力去维权，更有动力对其所遭

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所获得的利润进行举证。惩罚性赔偿相较于其他赔偿方式是更加严厉的，权利人也

是在此种赔偿方式下获得的赔偿数额最多，该制度可以使相关从业者保持创作热情，有助于知识产权事

业的发展。 

3. 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3.1. 更好地制止侵权行为 

在 2022 年 4 月 26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司长张志成指出，2021 年全国

知识产权系统共受理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案件 4.98 万件，同比增 17.4%。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不断增多。从经济学方面分析原因，知识产权需求者如果通过合法手段获得一项技术成果往往需要花

费较高的成本，但是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或渠道便可以低成本获得这些技术成果，侵权人则可以实现“低

成本、高利润”，这种侵权行为被称为寻租行为，即收租人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选择。侵权行为人

意识到其实施侵权行为后会有受诉风险，而根据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侵权司法赔偿状况，法院判决其承

担的数额往往低于其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所以侵权人是愿意承担该风险的。只有在知识产权领域内

引入惩罚性赔偿，判令其承担更高的赔偿数额，才会对侵权人起到威慑功能，抑制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

发生。 

3.2. 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是时代所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厚积薄发，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这几十年内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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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飞速增长，除了坚持党的领导，科学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2018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首届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出重要发言，并表示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要坚持“零容忍”的

态度。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比拼实际上科技上的比拼，科技兴国就是知识产权兴国，如果知识产权

侵权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会严重阻碍科技人员的创新创造，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3]。 

3.3. “填平原则”无法弥补受害人实际损失 

我国民事损害赔偿的填补原则是基于公平原则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填平，加害方所给付的赔偿数额

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是相同的。适用填补性赔偿制度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在一般的民

事侵权中，例如人身损害，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是可以相对准确计算

出的。再如财产损害，实物性的财产被损害后，其价值也是可以按照市场价去估算出来的。在实际损失

可以确定的情况下，填补性赔偿制度有很好的适用空间。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无形性，很难确定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该侵权行为不影响权利人对

其智力成果的正常使用，权利人可能并不会意识到有侵权行为的存在。其次，很多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

损失是难以量化的，例如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传播至网络、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使用他人技术。最后，

有些知识产权受到侵害后很难再恢复原状，例如在商标侵权中，尤其是一些驰名商标，行为人在较低档

次的的商品上使用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类似的标志，造成公众混淆，破坏了驰名商标的识别力和显著性，

即使责令侵权人销毁所有库存，但是仍然会降低驰名商标商品的销售力。所以，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填

补性赔偿制度是无法填平受害人实际损失的。 

4. 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现状 

4.1. 立法现状 

至今我国已经全面建立起惩罚性赔偿体系，《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著

作权法》第五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行为人恶意或故意侵犯知识产权时的惩罚性赔偿，基本规则就是先确定

赔偿基数。赔偿基数有适用次序，《商标法》规定应当先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

如果无法确定实际损失的话，再按照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计算。《专利法》《著作权法》在

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的适用上没有次序限制。当以上两种方法都

无法确定赔偿基数的话，就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确定。赔偿基数确定后，法官再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意

程度以及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大小确定赔偿倍数。关于赔偿倍数，《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做

到了统一，都确定了在赔偿基数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同时，还增加了一种兜底办

法，就是当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许可使用费都无

法确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赔偿。《商标法》规定的是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

下的赔偿；《专利法》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著

作权法》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4.2. 司法现状：惩罚性赔偿适用率过低，多适用法定赔偿 

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全面建立起惩罚性赔偿法律体系，但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只有 7%的案件是适

用惩罚性赔偿的。相比之下，作为兜底条款的法定赔偿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却最高，为

95.68%。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立法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司法机关在具

体案例中难以确定侵权行为是否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如果案件中存在赔偿基数和赔

偿倍数难以确定的情形时，此时通过法定补偿进行判决既可以降低办案风险又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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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赔偿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5. 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存在的问题 

5.1. 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模糊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既包括主观条件，又包括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

权行为时的主观态度应当是故意或过失，客观条件要求侵害知识产权的情节应当是严重的。对于主观条

件，《商标法》规定的是“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专利法》和《著作权法》规定的是“故意”侵犯

专利权或者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了“故意”是包含“恶意”的，但是包含并不等于等同。故意包

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而恶意除了具有追求不利后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还具有侵害他人权益的意图，所

以“恶意”比“故意”主观恶性程度更大一些，更应当受到道德谴责。如果惩罚性赔偿主观适用条件不

统一，同一个案件如果以“恶意”为主观适用条件则可能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而以“故意”为主观适

用条件则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这就会导致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裁判，从而影响司法的稳

定性和可预测性[4]。 
对于客观要件“情节严重”，《解释》从知识产权客体及侵权行为特征出发，列举了几个“情节严

重”的参考因素，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情节严重的界定可以从侵权

行为发生地点、时间、规模等方面出发。其次，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还取决于侵权后果，其主要包括对

社会的损害以及对权利人的损害[5]。《解释》规定的情形之外，还应考虑受侵害对象的知名度、经济价

值、权益性质、侵害范围等方面的因素。 

5.2. 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适用界限模糊 

虽然法定赔偿具有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办案风险等优点，但是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在很多方面是

有区别的。惩罚性赔偿是指当侵权人故意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造成重大损害时，其赔偿数额超过被侵

权人的实际损失的一种民事赔偿制度。这与补偿性赔偿不同，惩罚性赔偿不仅可以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害，

还可以起到惩戒行为人、抑制不法行为以及激励被侵权人主动进行维权的作用。法定赔偿是一种补偿性

赔偿，它是指在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或者许可使用费及倍数均无法

计算时，由法官以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赔偿数额的赔偿方式。首先，二者的目的和功能不同，惩罚

性赔偿的设立是为了发挥惩戒、威慑、激励等作用，而法定赔偿是为了解决“举证困难”这一问题，尽

管法律补偿也有一定的处罚作用，但它更倾向于补偿性。从司法实践中看，法官一般仅支持权利人请求

赔偿金额的 30%，即法定赔偿有时甚至无法发挥其“补偿”功能，更不必期待实现其惩罚功能。其次，

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对主观过错的要求不同，我国将过错分为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故意、严重故意。

法定补偿是从民事责任的构成角度来考虑侵权人的过失，所以，只要侵权人具备上述任何一种过失形式，

就能满足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而惩罚性赔偿则是建立在补偿性损害的基础之上针对于情节较重的

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符合上述过错中的故意与严重故意。 

5.3. 赔偿基数无法确定 

赔偿基数的确定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都规定了权利

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这三种赔偿基

数的计算方式。但是权利人对于自己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的获利情况都存在举证困难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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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些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表面上可能只会使侵权人获利，不会直接造成权利人的财产损失，但仍

存在潜在的财产损失，例如冒用商标行为使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降低，日后消费者对该商标的信赖程

度降低，便会影响商品的销售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我国实行“谁主张，谁举证”，

所以权利人要自己举证证明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但是行为人因此获得的利益到底多少，只

有侵权人自己知道，权利人只能证明其所获利益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且侵权人不会自己拿出对其

不利的证据而使自己承担更重的赔偿数额。这就会使权利人因举证困难而导致赔偿基数过低以至于无法

弥补自己真正的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无法发挥其“惩罚”功能[6]。 

5.4. 惩罚性赔偿倍数不够明确 

我国各单行法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是赔偿基数的 1 至 5 倍，倍数的确定主要依据侵权行为人

主观过错以及客观情节严重程度，现阶段法官主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程度和具体案情进行倍数的选择。

赔偿倍数适用的依据和标准不明确，尤其是在赔偿基数较大的情况下，不同的倍数的适用会导致赔偿数

额天差地别，甚至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例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上海长江砂轮厂案中，法院认定原告

与被告为合作关系、明知侵权，侵权生产经营规模大、地域范围广，最终适用 2 倍的赔偿倍数；而在阿

迪达斯与阮国强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曾受行政处罚、明知侵权，侵权行为具有规模性，最终却适用 3 倍

的赔偿倍数。这两个案件，法官都是根据主观恶意程度以及侵权范围两个因素选择的赔偿倍数，但是结

果却不同。赔偿倍数的适用条件不够精确还体现在法官在裁判文书上对于赔偿倍数的选择理由，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法官直接以“被告存在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确定赔偿倍数；另一种是将主观过错、侵权

范围、侵权手段、侵权行为持续时间简单罗列，然后直接确定该案件所适用的倍数。 

5.5. 惩罚性赔偿适用主体不完善 

知识产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主要目的是保护权利人，激励其创新创造，促进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

既是权利人的个人权益，也是社会公益的一部分。如果对知识产权没有足够的保护，就会影响到权利人

的创造性，但是过度地保护知识产权则又会侵犯公共领域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我国知识产

权立法要实现对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平衡，既要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又要在法律上起到引

导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整个社会的创新氛围。然而，我国现行的惩罚性赔

偿制度仅限于“恶意侵害人”，对于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并没有进行规制。例如在实践中，存在很

多恶意抢注商标的现象，他们恶意抢注商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商业活动中发挥商标的区分、宣传功能，

而是想通过商标注册使自己成为商标专用权人，当发现其他人使用该商标时，便对使用人提起商标侵权

诉讼、请求损害赔偿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仍然支持不法分子的诉讼请求的话，

会严重破坏知识产权秩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也不会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6. 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完善研究 

6.1. 主观条件在立法上应当统一 

虽然《解释》规定，故意是包含恶意的，但是包含并不等同于相同，立法上适用要件不统一会导致

法官同案不同判。那么是应当统一适用“故意”还是统一适用“恶意”呢？如果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民

法典》相较于《商标法》是后出台的，则应当适用“故意”，但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商标法》

对于《民法典》来说又是特别法，应当适用“恶意”。笔者认为，应当统一适用“故意”。首先，故意

在民法、刑法中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主观过错。其次，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其行为会造成损害后果的

发生却追求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对于法官来说比较容易判断，但何种过错程度才可以评价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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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认定标准。其次，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惩罚性赔偿当中的故意是

否包括间接故意呢？王利明教授认为，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故意仅指直接故意，即只要行为

足以造成损害结果且行为人能够预见，但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包括了间接故意。由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

意的差别在于：一是对自身的行为是否必然导致损害后果的认知程度的差异，也就是认知因素的差异；

二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心理状态不同，直接故意是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

生。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必要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区别开来，因此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中的

“故意”应该是一种概括的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又包括间接故意。 

6.2. 进一步细分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 

一是从侵权行为的角度来看，侵权时间多长可以视为情节严重，侵权范围广应该如何判断，因为有

很多侵权行为是跨省或跨国的，侵权种类多或侵权频繁也可以视为情节严重，例如同时侵犯两种以上的

知识产权或先后实施两次以上侵权行为的。二是从权利人所受的损失角度来看，有时权利人所遭受的损

失不仅仅包括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失，尤其是在著作权领域，著作权人的人身权也有可能被侵犯。

当侵权行为同时严重损害权利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时，也可以视为情节严重。三从司法秩序的角度

来看，对于一些受过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后再次侵权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等不尊重公权力的行为的，

视为情节严重。最后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对于侵害知识产权同时还损失了公共利益，例如侵权产品

或服务涉及食品、药品的，或者侵权行为破坏社会风气的行为，也应当视为情节严重[7]。 

6.3. 使法定赔偿回归其补偿性质本质 

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戒、威慑功能，应当厘清法定赔偿与

惩罚性赔偿的关系，使法定赔偿回归其补偿性本质。应当遵循限额损失说的基本原则，并在实际损失、

侵权得利、许可使用费三个方面予以补充，将其作为“替代性”的解决办法，以供双方和法官选择。而

不能仅仅因为适用法定赔偿可以降低诉讼风险，提高办案效率，确定行为人存在侵权行为且主观有过错

就适用法定赔偿[8]。 

6.4. 取消赔偿基数的适用次序 

我国各单行法都规定了赔偿基数的适用顺序，《专利法》规定的适用顺序依次是权利人因侵权行为

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商标法》《著作权法》规

定的适用顺序是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行为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最后是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

虽然它们在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与侵权行为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规定略有不同，总体看来

赔偿基数是有顺序限制的。笔者认为应当取消赔偿基数的适用次序，理由如下：1) 溯及惩罚性赔偿的历

史渊源，并没有发现严格适用次序的理由。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舶来品，在适用时我们可能与国外相似，

也可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改动，但在一些惩罚性赔偿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并没有发现赔偿基数

的适用有次序限制。根据我国制定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背景、草稿等也没有发现赔偿基数的适用应当有顺

序这一理由。2) 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际损失、行为人侵权获利以及许可使用费的适用没有

次序限制，权利人可以自主选择最有利于维护自己权益赔偿方式。 

6.5. 提高“许可使用费”的利用率 

如前文所述，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与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以计算的，这就会

导致赔偿基数过低，即使适用惩罚性赔偿也无法弥补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

证”的证据规则，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基数具体数额的证明义务，但由于侵权人所掌握的证据及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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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常常多于权利人，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权利人的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以许可使

用费作为计算赔偿基数更具有可行性。可以根据知识产权人事先与他人约定的许可使用费、地区行业的

惯例或利用假定方法假设权利人与侵权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再根据侵权时长、范围、方式确定一个合

理的许可使用倍数。 

6.6. 惩罚性赔偿倍数进一步精确化 

《解释》第四条虽然列举了“(一) 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

类似侵权行为为；(二)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六) 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

康”六种情节严重的情形以及兜底性条款，但仍然不够细化，法官在裁判时适用难度高，给予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较大。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对赔偿倍数进行区间划分。例如主观过错、情节严重程度较低，适

用 1~2 倍的赔偿倍数；对于主观带有明显恶意，情节非常严重的，适用 4~5 倍的惩罚倍数。其次，在司

法实践中，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倍数大多都是整数，很少具体到小数，但实务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

每个侵权案件又有自己不同的特征，如果仅仅适用 1~5 的整数，适用空间过于狭隘。例如对于两个基本

相似的案件，但是在侵权手段或侵权时间上存在细微差别，两个案件应该同时适用 2 倍的赔偿倍数还是

一个适用 2倍而另一个情节稍为严重的案件适用 3倍的赔偿倍数呢？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很难做出判断，

因此，可以在 1~5 区间内继续细分 0.1 等级的小额倍数。 

6.7. 增加惩罚性赔偿适用主体 

如前文所述，知识产权不仅体现了个人利益，而且包含公共利益。虽然权利人自己不会侵害自己的

知识产权，若权利人过度滥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则会损害公共利益。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应增加适

用主体即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谨慎确定何为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要将滥用权

利的权利人与商业维权人进行区分，对于利用合法途径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业维权人，我们是应当给予保

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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